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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五礼: 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的变迁与意义

吴凌杰

【提要】 “礼”类典志是正史志书中一个重要而传统的组成部分，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在体

例上，汉代多采取“两分之法”记载礼制，魏晋时期则走向统一，概以“礼仪志”统揽全篇。随着魏晋时期

的知识与学风发生变化，当时人们对于礼有了不同的定义与认识，促使五礼制度诞生，也促使“礼”类典

志的内容不断扩充，原有的“两分之法”在体例上难以满足人们的要求。又因汉制的深远影响，五礼制

度未能进入当时的正史，最终呈现出来的局面便是礼典对五礼制度的接受早于同期正史。直到唐代的

《五代史志》，正史“礼”类典志的体例才正式走向五礼。
【关键词】 汉唐之际 正史 “礼”类典志 五礼制度 史书体例

自《史记》开始，志逐渐成为纪传体正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志之难修，向来为学者所认同。① 对

此，刘节解释道:“( 纪传体) 以书志为最难作! 因为这一部分包括了几种内容: 其一，就是制度史，如

礼志、职官志、刑法志; 其二，是学术史，如天文志、律历志、艺文志、释老志; 其三，是社会史，如食货

志、礼仪志。此外，如祭祀志、五行志、符瑞志，也可以说是宗教史、风俗史。都要源源本本，讲出一种

学术或一种制度的渊源流变，不能专靠一鳞半爪的知识所能济事的。”②也正因为修志对编撰者知识

水平的要求极高，所以古人常以撰志炫才。③

现今所见汉唐之际的正史虽有 15 部之多，但仅有八部修志( 《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
《南齐书》《魏书》《隋书》《晋书》) 。“礼”类典志作为志的一种，④因记载了大量繁复的礼仪步骤，

间又关涉各种晦涩的经学思想，所以虽有学者关注，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⑤ 关注“礼”类典志，不

仅可以窥测当时正史的书写体例，更能以此为突破口，探讨背后蕴含的礼制思想。本文选取汉唐

之际八部正史的“礼”类典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前后变化，提出若干陋见，以示引玉之意，希冀方

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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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

不敢作表、志。”参见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5 页。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102—103 页。
如江淹在修撰《齐史》时“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参见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2《古

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9 页。
志的名称有很多，“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

《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3《书志》，第 52 页。
近些年闫宁、黄桢等人逐渐关注《宋书·礼志》文献来源问题，继而对中古“礼”类典志的流变有所探讨。参见闫宁:《〈宋书·礼

志〉编纂体例初探》，《北方论丛》2015 年第 5 期; 黄桢:《〈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编纂及特质———从中古正史相关志书的演

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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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分之制: 两汉“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任何一部史书的体例在修撰时都有史家自身的考量，绝非随意安排。徐冲在分析汉唐正史“禅

让起元”与“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这两对联动装置时，就为我们揭示了正史修撰时不

同思想的碰撞。①

“礼”类典志亦如此，它最早的雏形缘起于《史记》，但《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包括《礼书》
在内的“十篇”内容。② 不过“十篇缺，有录无书”表明，今本《史记》的纲目仍是司马迁所创。③ 《礼

书》位于八书之首，体现出司马迁对礼的重视，他以《礼书》《乐书》《律书》《历书》为次序，当有“礼乐

达于天下”之意。虽然《礼书》的内容佚失，但《太史公自序》却保留了司马迁撰写《礼书》时的规划: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

书》第一。”④可知司马迁修《礼书》目的是接续三代，阐述圣人之言，宣扬“王道”，自然含有“永垂经

典”之意，而作为“时制”的仪注就只能载入《封禅书》。
司马迁作《封禅书》本就为了记载“诸神名山大川礼”，全篇追溯三代以下各代君主敬奉鬼神之

祀( 即“时制”) ，从“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

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⑤便可知相较于《礼书》而言，司马迁对《封禅书》中

诸多祭祀的记载，只是为“存沿革、备记录”而已。《史记》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史书修撰: 一是体例，

司马迁对礼的记载分入《礼书》《封禅书》，此二分之法为后世承袭，《汉书》《后汉书》莫不是循此备

述礼仪; 二是“重礼论”“轻仪注”的修撰思想，从“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⑥可知司

马迁本非记载仪式步骤，呈现的文本也多为时人对礼制的争论，在他眼中，礼事仪注当为有司所存，

此点一直为后世承袭。
最初班彪意图续《史记》修《后记》，未就而死，其子班固继之，以成《汉书》，其本意为接续《史

记》，故体例大体照搬后者而稍有变易，⑦如改八书为十志、变《封禅书》为《郊祀志》、合《礼书》《乐

书》为《礼乐志》。⑧ 这些调整使得《汉书》十志，无论篇目还是内容都比《史记》八书更为严密与

整齐。
班固与司马迁一样强调礼的重要性。他认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为国者一朝

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但“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

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⑨ 礼是圣人创制用于调节人性的产物，有了各种礼，人性才有约束，

3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有关《史记》“亡佚十篇”的问题，有“草创未成”说( 刘知幾) 、“部分亡佚”说( 吕祖谦) 、“后人补入”说( 梁玉绳) 等观点。参见

《史记》，中华书局 2014 年版，“修订前言( 二) ”，第 3 页。
《汉书》卷 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24 页。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 4011 页。
《史记》卷 28《封禅书》，第 1685 页。
《史记》卷 28《封禅书》，第 1685 页。
“( 司)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

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参见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六家》，第 20 页。
班固将《乐志》归于《礼志》实为独特创作，盖在班固眼中礼乐本为一体，无需两分，不过后世似乎很少承袭此种做法，依旧多将其

分开。
《汉书》卷 22《礼乐志》，第 10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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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① 在体例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二分之法，对礼的记载

亦分为《礼乐志》与《郊祀志》，前者主要记录国家的日常礼仪事务，如明堂、养老、辟雍之礼，后者则

主要记录国家的大型祭祀，如山川、郊庙、鬼神之祀。
但班固并未理解司马迁《礼书》是为阐述“圣人之言”、而非接续具体礼事之意，他将朝廷的日常

礼仪乃至乐也纳入《礼乐志》中，表明班固虽意欲绍续司马迁，但实际上却偏离了司马迁原本的精神。
在班固眼中礼与乐同等重要，圣人之言与日常礼事都属于礼。清人方苞亦指出班固的《汉书·礼乐

志》并没有理解司马迁的本意，记载了一些与汉代完全无关的内容，即便是与汉代有关的很多内容也

是完全不必要的。② 然而“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

宗焉”。③ 经过班固的改易，正史“礼”类典志的修撰体例逐渐成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④

二、进阶式发展: 魏晋南北朝“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汉代大一统式中央集权的崩溃，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

“礼”类典志亦不例外，它也在逐步挣脱汉家之制，走向进阶式发展，首先便是《后汉书》所附《礼

仪志》。
有关《后汉书》诸志，余嘉锡云:“范( 晔) 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

勘，以( 刘) 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⑤刘节亦指出:“司马彪八志之成，得到蔡邕

旧著的凭借为多，足证蔡邕对于《后汉书》各志，有草创之功。”⑥“现在范晔《后汉书》中的八志，就是

宋朝人根据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刊入的。八志的底本，大概是《东观汉记》的志，其源出于蔡邕

十意。”⑦

由此可知，《后汉书》诸志乃是萧梁时期刘昭别采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补录，其根源可追溯到

蔡邕十意，而蔡邕又是绍继班固而来，故我们现今可见《后汉书》对礼的记载即是承袭汉制的“两分

之法”，分为《礼仪志》与《祭祀志》。《礼仪志》序云: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

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 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

志》。”⑧可见《礼仪志》主要内容为朝廷的日常礼仪事务，即“三千威仪”，大体内容为合朔、立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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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22《礼乐志》，第 1028 页。
方苞:《方苞集》卷 2《书汉书礼乐志后》，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1—62 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 1《书教下》，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59 页。
如现已失传的《东观汉记》，蔡邕为之做“律历、礼、乐、郊祀、天文、地理、朝会、车服”十意时，亦采用两分之法。《后汉书》称“( 蔡

邕) 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后汉书》卷 60 下《蔡

邕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007 页。吴树平对《东观汉记》有过严密考证，指出: “蔡邕十志，篇名可考者有七，这七篇是《律

历志》、《礼乐志》、《郊祀志》、《天文志》、《地理志》、《车服志》、《朝会志》。”吴树平: 《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184 页。
在余嘉锡看来，范晔《后汉书》本来就有志，但刘知幾《史通》云“会( 范) 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似乎表明范晔之志本

就未成。参见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2《古今正史》，第 318 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 3《史部一》，中华书

局 2007 年版，第 125 页。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 53 页。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 80 页。
《后汉书》卷 94《礼仪志上》，第 3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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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上陵、冠、夕牲、耕、高禖、先蚕、祓禊、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貙刘、案户、
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大丧等。司马彪以《月令》为蓝本，按照一年四季的轮

转，将朝廷日常礼仪散入其中，使得每个月份都拥有固定的礼事，继而在这些礼仪事务中不断重复强

调君臣之序，最终起到严尊卑的效用。
《祭祀志》则不同。其序文云:“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 故人

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
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①可知，《祭祀志》接续的是《汉

书·郊祀志》，记载告天、南北郊、封禅、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宗庙、社稷、灵星、先
农、迎春等生民之祭。通过将《礼仪志》与《祭祀志》的各项礼目两相比对，便可明显发现前者模仿

《月令》依照时令次序记录朝廷日常的“三千威仪”，其侧重点在于仪式步骤; 而后者记载盛大的郊祀

活动，即关系国家命运的“鬼神之祀”，其侧重点在于以人、事、言为中心的礼论。
司马彪既追崇汉制、效仿“二分之法”，又有革新，这种革新为日后正史礼志突破汉家之法埋下了

伏笔。他的革新大体有二: 一是体例，二是内容。体例上，司马彪虽然绍继马班的“两分之法”，但他

在《礼仪志》中依《月令》按年编排朝廷礼事，在《郊祀志》中专载鬼神之祀的做法，对后世有所影响，

沈约在修撰《宋书》时便模仿了此种思想———内容上，较《史记》而言大幅减少微言大义的部分，较

《汉书》的杂乱来说，也显得更整齐有序。它既在礼事与礼目的记载上有所扩充，又不过分拘泥于描

述礼事背后的争论，与汉代“重礼论”“轻仪注”相比，更注重对礼事客观的记载。可以认为，与其强

调它对《史记》《汉书》承前的一面，不如看它对此后正史“礼”类典志产生影响的启后一面。
《后汉书》后仅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可供讨论，兹以成书先后论之。
早在沈约《宋书》之前，便有多家“宋史”流传于世。如宋文帝永嘉十六年( 439 年) ，何承天草立

《宋书》传纪，并编修了《天文志》《律历志》，而后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陆续参与编修; 大明六年

( 462 年) 徐爰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②《隋书·经籍志》亦有著录。③ 刘节认为这些文本只能当

作史稿看待。④不过，这些“史稿”的存世，正为沈约的修撰提供了便利条件，全书仅用年余便告修成，

难怪赵翼感叹“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⑤

既然前人之史为沈约所继承，其志的部分亦不例外，如刘节认为《宋书》各志，原以续司马彪八志

为承继，《律历志》《天文志》《州郡志》采自何承天、徐爰等人。⑥ 具体到我们所关注的“礼”类典志

上，此前业已指出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对《宋书·礼志》的影响，而前朝“史稿”均未有修撰

“礼”类典志，故可认为《宋书·礼志》是沈约在参考《续汉书》的基础上独立修撰而成。从《宋书·礼

志》所记载的内容上看，它前溯东汉三国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除了

对司马彪的沿袭外，通过梳理相关内容，我们亦发现《宋书·礼志》在《续汉书·礼仪志》的基础上进

一步突破了汉制陈规，呈现较大变化。
一是在体例上取消了汉家“两分之法”。沈约改变了自汉以来对礼记载的两分之法，以《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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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 97《祭祀上》，第 3157 页。
《宋书》，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点校本宋书修订前言”，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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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统揽全篇。《宋书·礼志》全文共分五卷，在卷一与卷三开篇处，沈约各撰有一段注文表明其写

作意图。卷一的注文云:“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

之宜故也……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①卷三的注文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

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

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②

可见，沈约所撰卷一、二是对前代《礼仪志》的承袭，而卷三、四则是对前代《郊祀志》的延续。③

由此便知，沈约将《礼志》作为统揽二者的纲领，对汉家“两分之法”的改变也仅限于体例。《宋书·
志序》云:“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

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 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④可知沈

约否定司马迁、班固等人将礼的记载两分的做法，他认为“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

何?”《礼仪志》与《郊祀志》同属“经国( 旧制) 诞章”，并无区别。由此观之，在沈约看来，无论是国家

的日常礼仪还是大型的鬼神之祭，无论是仪注还是礼论，都属于礼，都是《礼志》收录的对象，都需要

接续备录，那么《礼仪志》《祭祀志》就应该被理所当然地整合进《礼志》。虽然沈约的注文凸显出对

汉制的承接，但礼制精神实质却是对威仪与祭祀、礼论与仪注的融合。这种融合显示出时人对于

“礼”的定义再次发生转变，这对当时正史“礼”类典志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在内容上出现五礼的雏形。在沈约看来无论是《礼仪志》还是《郊祀志》，同为国家诞章，并

无区别，这种思想反映到文本上，便是《宋书·礼志》记载相互杂糅，难有分明的界限。《礼志》卷一

卷二的内容为: 改正朔、冠( 皇帝加元服、皇太子冠) 、婚( 皇帝纳后、皇太子纳妃) 、岁旦磔鸡( 傩礼) 、
元会、郊祀( 南郊、北郊、东郊、殷祀) 、合朔伐鼓、耕籍、亲蚕、立学校( 养老、乡饮、辟雍、释奠) 、兵( 蒐

狩、貙刘、讲武) 、巡狩、读令、祓禊、丧( 丧服、丧期) 、藏冰、三公黄閤。卷三至卷五的内容为: 郊庙( 南

郊、北郊、太庙) 、明堂、圆丘、封禅、追封、立庙、殷祀( 祫) 、宗嗣、丧服( 祔庙、祥禫) 、社稷、先农、亲
蚕、岳渎、祈雨、释奠( 孔庙、诸葛庙) 、舆服 。

两相比对可知，前者记载了日常经国之礼，后者记载了祭祀鬼神之礼，但前后之间，诸多礼目相

互杂糅，如在前者出现了南郊、北郊、东郊、殷祀，后者亦有出现; 前者出现了丧服、丧期，后者亦有涉

及二者的祔庙、祥禫; 前者有籍田、亲蚕礼，后者亦有，甚至在改正朔、冠婚等礼仪上，前后条文亦有掺

杂。这愈发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无论是国家的日常礼仪还是大型的鬼神之祭，无论是仪注还是礼

论，在沈约看来都属于礼。于是他就将当时所能见到的礼仪文本皆收录其中，导致杂糅重复。
由于沈约消弭了“威仪与祭祀、礼论与仪注”的区别，将它们统属于一志，如何编排这些纷繁复杂

的礼事成为现实的难题。因此，沈约采取五礼“以类区分”的方法，如将“冠婚元会”归为一类，“郊

祀、耕籍、亲蚕、释奠”归为一类，“蒐狩、貙刘、讲武”归为一类，“丧服、丧期”归为一类，他甚至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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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五礼: 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的变迁与意义

引述有“周之五礼，其五为嘉”等语句。① 这种“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使得《宋志》最终呈现出来的

局面，就是相较于前述诸多“礼”类典志，出现了五礼划分的雏形。因此，本文并不同意闫宁所说

“《宋志》诸礼间次序仍有沿用《后汉志》之处，但又依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形成了既不同于《月令》
时序又不同于‘五礼’次序的独特体例”的观点。②《宋志》是在《续汉书·礼志》的基础上，朝着五礼

体例过渡的早期雏形，可视为中古正史的“礼”类典志在“取法汉代”与“归从五礼”之间的艰难转型。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亦有前人修撰的南齐典制，如“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

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③但多数并未修撰完成，亦未流传于

世，其中以江淹《齐史》的体例最为清晰。“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 檀) 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

职……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
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④由此似乎说明，江淹的《齐史》在礼制记载上

采取了汉制的“两分之法”。从《南齐书》各项条目上看，“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

服》《祥瑞》《五行》八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

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可见“( 江) 淹撰成之( 齐书) ，犹未备

也”。⑤ 刘节亦认为江淹所上之表“是一篇很堂皇的条例”。⑥ 既然江淹的《齐史》未备，那么萧子显

的《南齐书·礼志》自然为他独立修撰，也会在其中表露自身对《礼志》的看法。
萧子显在《南齐书·礼志》开篇便列举班固、蔡邕、司马彪等人不采“时事”“朝仪”的事例，认为

“礼”类典志，应当记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祭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的内容，那

些“其车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⑦目的在于“存为盛德，戒在先亡”。⑧ 由此《南齐书·
礼志》呈现出来的文本，便是以礼论为主，并未记载朝仪与时制。从内容上看，《南齐书·礼志》分为

两卷，分别记载了郊庙、明堂、雩祭、配享、合朔伐鼓、圆丘方泽、先农籍田、立学校、冠、婚、朝会、祓禊、
马射、丧礼( 祔庙、丧服、设奠) 等内容。相比于《宋书·礼志》的混杂无章，《南齐书·礼志》的内容更

为清晰明了，从郊祀到籍田主要为吉礼，从婚冠到朝会为嘉礼，马射为军礼，最后祔庙等为凶礼。⑨ 从

萧子显在序文中详细追溯西晋五礼的奠定过程来看，他应当熟稔五礼制度，而《南齐书·礼志》相较

于完整的五礼制度缺少了宾礼的内容，这恰又与他“记变革、录时事、备今志、存省德、戒先亡”的目的

有关，即他认为礼志核心目的是载“变革与时事”，而宾礼或前后变化较小，或不能反映“盛德”，故阙

而不录。
既然江淹在修撰《礼志》时曾意图采取汉制的“两分之法”，那么为何萧子显不继续沿用呢? 除

了江淹的《齐史》未能成书外，想必也是萧子显故意为之。倘若《宋书》还有延续汉代正史礼仪记载

“二分之法”倾向的话，萧子显修撰《南齐书》时则秉持着独立的精神，从“汉制”中解脱出来，其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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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的倾向愈发突出。
《魏书·礼志》共四卷，主要记载了即位、郊祀、告庙( 太庙、庙制) 、彗星、籍田、川泽、五精帝、文

武庙( 孔子、文王、武王) 、圆丘( 祫) 、昊天、五方帝( 感生帝) 、配享、丧事( 丧服、丧期、迁祔) 、兵法、
大傩、冠、舆服。《魏书·礼志》的特点有二: 一是全篇以礼论为主，不见任何仪注的内容; 二是前后记

载极为繁复。以郊庙为例，魏收花费巨大篇幅，记载了魏帝举行郊庙的议论与施行情况，往往在论述

一帝的郊庙事毕后，转述他事，继而隔数页又重新讲述下一帝的郊庙之事，如此回环往复的书写当与

魏收屡次重修《魏书》有关。从魏收对《礼志》内容的编修顺序来看，大体亦是承袭了吉、凶、军、嘉的

顺序，但不够清晰，且与《南齐书》一样缺宾礼的内容，这或牵涉北朝正史修撰之风。
当然，倘若不局限于存世的正史，我们便可发现同时期诸家散佚史书的“礼”类典志，亦处于发展

阶段。如谢承《后汉书》有《舆服志》，王隐《晋书》有《礼乐记》，臧荣绪《晋书》有《礼志》《郊祀志》，

南齐修撰的诸国史有《礼乐志》《郊祀志》，范晔也曾计划撰写《礼乐志》《舆服志》。
由此观之，由于汉以后由《史记》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在体例中必须有表、志的传统，在中古时期尚

未彻底固定下来，而后各家正史一方面吸取汉代史书修撰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由此呈现

的局面便是，从《后汉书》《宋书》到《南齐书》《魏书》，汉家“两分之法”的影响愈发衰弱，并最终消失

不见。与之相对，新的正史“礼”类典志书写体例尚未完全建立，虽然五礼次序在礼志中若隐若现，却

并没有明显地区分，导致其记载极为繁杂，表明这一时期的正史“礼”类典志面临着艰难的发展。不

过，从《宋书》到《南齐书》，五礼的雏形愈发清晰，这昭示着五礼成为“礼”类典志书写体例的时代即

将到来。

三、走向五礼: 唐代“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有唐一代，共修八史( 《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 ，除《隋

书》《晋书》外，其余六部均无志。《隋书》诸志又名《五代史志》，乃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 641 年)

为弥补官修五史无志的缺憾，下诏魏征、于志宁等人而作，并附于《隋书》之后，成为现今所见的《隋

书》诸志。①《晋书》则是贞观二十年( 646 年) 唐太宗为排除诸家《晋书》，御赐定于一尊所作。②

虽然《五代史志》的修撰晚于《隋书》，但在贞观三年( 629 年) 魏征等人始修《隋书》时，便有修

“礼”类典志的打算，从残存的史料中，亦可感受到他们拟定的精神。《隋书·阎毗传》云:“( 阎) 毗立

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语在《舆服志》。”③又《隋书·何倜传》云: “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

《威仪志》。”④所谓的《威仪志》，即源自“威仪三千”之语，可见它与《祭祀志》《郊祀志》一样，都是对

当时仪注的记载。由此可知，魏征等人在最初修《隋书》时，亦是承绪汉魏对“礼”类典志“两分之法”
的思想。不过，出于种种原因，《隋书》诸志并未告成。等到魏征等人再修《五代史志》时，对“礼”类

典志的规划，则完全抛弃了汉魏以来的做法，重新以五礼的方式编排。

85

①

②

③

④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 订补本) ，第 188 页。
现今学界对于《晋书》的始修时间说法不一，大体有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等观点，不论哪种观点，均认可《晋书》在《五代史志》之

后。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3《史部一》，第131—135 页; 唐星:《唐修〈晋书〉编撰考》，《唐研究》第25 卷，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20 年版。
《隋书》卷 68《阎毗传》，第 1787 页。
《隋书》卷 68《何倜传》，第 17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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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五代史志》分十志 30 卷，居首的《礼仪志》有七卷，体量大概占了全书的 1 /4，卷一卷二

为吉礼，卷三为凶礼、宾礼、军礼，卷四为嘉礼，卷五到卷七的舆服亦属于嘉礼的外延内容。《隋书·
礼仪志》是按照“吉凶宾军嘉”五礼次序井然有序地排布。

通过对《隋书》的探讨，至少能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最初修撰《隋书》时，曾规划过“礼”类典志的

蓝本，这个规划有继承汉魏以来“两分之法”的倾向，但因未能成书无疾而终; 二是《隋书·礼仪志》
的编排，不仅标志着唐人完全抛弃了汉魏以来的做法，重新以五礼的方式塑造“礼”类典志，而且也使

得中古时期的正史，从《隋书·礼仪志》开始真正走向了五礼体例。①

《晋书》则较为复杂，从刘知幾《史通》可知在唐以前，至少有 18 家晋史存于世。② 以臧荣绪本

《晋书》最为完整，对官修《晋书》影响最大。据《旧唐书》云:“( 房玄龄) 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

撰《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③臧荣绪本志从何而来呢? 《史通》指出

它源于西晋束皙《晋书》的十志。那么，唐修《晋书》的诸志，自然也要追溯到束皙。
虽然《晋书》诸志可由臧荣绪追溯到束皙，但我们认为此乃内容的传承，其体例框架当为唐人所

创。以《礼志》为例，据《晋书·司马彪传》云:“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 司马) 彪上疏定议，语在《郊

祀志》。”④唐修《晋书》并无《郊祀志》，故此语当是唐人修撰时因袭前代《晋书》未改。⑤ 由此可见，前

代 18 家《晋书》的“礼”类典志在体例上很大可能保留了《郊祀志》。那么，唐人在修撰《晋书·礼志》
时，确实对“礼”类典志的体例做了调整。

以上论述，足证今本《晋书·礼志》的体例当为唐人所作，而我们反观其内容，亦可感知此点不

误。现存《晋书·礼志》的内容，条理清晰、体例分明，以五礼为编排次序，井然有序，甚至修撰者在每

一种礼制转折前，均拟了一段“五礼之别，某曰某”的小注进行说明:

( 阙) ⑥

五礼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则

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⑦

五礼之别，三曰宾，盖朝宗、觐遇、会同之制是也。⑧

五礼之别，其四曰军，所以和外宁内，保大定功者也。⑨

五礼之别，其五曰嘉，宴飨冠婚之道于是乎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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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丸桥充拓在论述《隋书·礼仪志》时，错将雩、迎气、宗庙、封禅、社稷、籍田、亲蚕等礼归为嘉礼，从而得出“《五代史志》虽未强调

依据‘五礼’进行分类”的误断。参见丸桥充拓:《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张桦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5 页。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2《古今正史》，第 325 页。
《旧唐书》卷 6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463 页。
《晋书》卷 82《司马彪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42 页。
清人章宗源认为此处《郊祀志》源自臧荣绪本《晋书》。参见章宗源撰，王颂蔚批校: 《隋经籍志考证》卷 1《正史》，黄寿成点校，

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31 页。
按照后面“五礼之别，某曰某”的规律来看，现存《晋书·礼志》有关于吉礼的开篇，并未有此注文，故我们颇疑这段文字在《晋

书》流传时散佚不见，且缺处当在“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段之前。
《晋书》卷 20《礼志中》，第 613 页。
《晋书》卷 21《礼志下》，第 649 页。
《晋书》卷 21《礼志下》，第 661 页。
《晋书》卷 21《礼志下》，第 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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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已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礼”类典志内容混杂、体例难有五礼分明的界限，这

也从侧面表明《晋书·礼志》的体例并非承自前代，而是唐人根据当时成熟的五礼体例进行编

纂。① 同时，我们对《隋书》《晋书》所划分的五礼内容进行比对，发现某些记载难以贴合，现以表格

明之:

表 1 《隋书·礼仪志》与《晋书·礼志》内容对照表

《隋书·礼仪志》 《晋书·礼志》

吉礼
郊祀、圆丘、明堂、雩、迎气、宗庙、封禅、社稷、籍田、亲

蚕、高禖、灵星、腊祭、祓除

郊祀、明堂、社稷、读时令、籍田、亲蚕、释奠、高禖、雩、风师、雨

师、川泽、灵星、磔鸡、宗庙

凶礼 丧服、丧期、丧器、心丧 丧服、丧期、心丧、丧器、陵墓、薨号

宾礼 朝见 元会、朝见、巡狩、封禅、崇后、臣拜太子、册立大臣、王妾拜夫人

军礼
亲征、巡狩、祭马祖、告庙、蒐狝、讲武、大射、逐鬼、大

傩、合朔伐鼓、露布
蒐狩、貙刘、讲武、遣将出征

嘉礼

禅让、册礼、冠、婚、释奠、元会、正至日劳州郡国使、皇

太子监国、皇帝受贺、皇太子受贺、读时令、策秀孝、宴

宗室、养老

冠、婚、养老、乡饮、释奠、祓禊、射

由上可知，二者最为明显的不同在于《晋书》的宾礼极为丰富，不仅将《隋书》嘉礼中的“元会、册
礼、拜礼”以及军礼中的“巡狩”归入其中，还新增了“封禅”与“崇后”的内容。与此同时，《晋书》“嘉

礼”与“军礼”的内容则急剧减少，将“驱鬼逐恶气”从军礼归入吉礼、将“读时令”从嘉礼归入吉礼、将
“射”从军礼归入嘉礼，并减少了“合朔救日、露布、宴宗室、受贺”的内容。这似乎提醒我们虽然两部

史书的体例都是唐人确立，且前后修撰时间相去不远，但在不同修撰者的心中，对于“五礼”应当涵盖

哪些内容，依旧认识不一。② 这表明五礼体系虽然已经走进当时的正史“礼”类典志，但并非一劳永

逸，五礼仅作为划分礼制的一种方式，还需要随着社会与人们的认识不断调整。

四、中古礼学观念的转型与“礼”类典志的变迁

通过以上梳理，便可发现从西汉的《史记》到唐初的《晋书》，正史“礼”类典志的体例有着清晰的

脉络变化，即从“两分之法”到“五礼之制”，这不仅反映出从私修转向官修的史书有着书写体例的运

作差异; ③也表明不同时期的史书修撰者对“礼”有着各自的定义与认识，其关涉的是中古时期礼学

观念的转型。
有关汉人对“礼”的态度，刘知幾曾做过论断: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

06

①

②

③

丸桥充拓也认为“《晋书·志·礼》中的诸礼按‘五礼’进行了分类，而早于《晋书》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并未按‘五礼’的

规范整理诸礼的次序。因此，《晋书·志·礼》很有可能是根据已形成‘五礼’框架的唐代思维进行编纂的。”但他对此没有深入

探讨。参见丸桥充拓:《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第 211 页。
参见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杨英: 《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

作》，《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8 期。
聂溦萌讨论了从“私修史书”到“官修史书”，中古史书修撰思想的变迁。她从史书的传、记入手，抽丝剥茧地离析出不同史书中

相关文本记载的成立，揭示出中古官修史书体例的运作方式与文本的演进，以及修撰思想的承继与更迭。参见聂溦萌:《中古官

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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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①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亦称《礼书》源自三礼，是对三代“圣人

之制”的接续。② 三礼作为“圣人创制”的经典，其地位无可动摇，亦如阎步克所言:“汉儒持有一个坚

定信念: 经书编者( 孔子或周公) 是洞察未来的‘圣人’，经典著作中蕴藏着现实难题的答案。孔子做

《春秋》，为汉立法; 要兴太平，就得照‘最高指示’做。”③秉承这种思想，司马迁就只能将朝廷行用的

“三千威仪”( 时制) 归入《封禅书》。但东汉时班固已不解此意，《汉书·礼乐志》将礼与乐的融合，

泛化了正史“礼”类典志对“礼”的定义，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这也难怪郑樵在《通志》中对班固多有

批评，甚至有“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的苛论。④

中古时期知识、学风的变化，给礼学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葛兆光指出: “东汉这种知识主义

的风气引出了很直接的思想变化，即是非的评价标准由信仰转向理性，‘古学’在注释经典的形式中

强调的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任意想象，不是对圣贤哲理的敬虔心情也不是对微言大义的钩玄索隐，

而是历史、事物以及语言文字的确定性知识，是对经典的学术性诊解。”⑤

人们不断打破对经典的崇拜，圣人之言也不再是高悬于世、可望不可即的金科玉律，它们变成可

供学习、背诵乃至接续的知识，于是对“礼”的定义就格外不同，以唐初学者对改撰《礼记》的争论最

为典型。据《旧唐书·元行冲传》记载: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 元) 行冲集学者撰《义

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 开

元) 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

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

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

亦不行。今( 元) 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

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

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⑥

《礼记》作为“圣人制作”的经典权威受到中古学者的挑战。囿于史料的残缺，学者们对孙炎、魏征、
元行冲等人刊削部分到底是《礼经》原文还是诸家义疏，理解不尽相同。⑦ 但至少表明，在当时某些

经典条文确实难以在社会行用，由此反映出“中古时期已有一种思想、甚至一股势力，试图突破自汉

以来建立的古典格局，从而建立起了对经典的新理解与新篇章”。⑧理想礼文与现实政治产生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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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3《书志》，第 51 页。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 4011 页。
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0 页。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 3 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83—284 页。
《旧唐书》卷 102《元行冲传》，第 3178 页。
按照“疏不破注”的传统，很难想象孙炎等人会直接改动《礼记》原文，不过，孙炎、魏征、元行冲等人改撰的文本遭到时人的极力

批评与大力反对，最终并未被朝廷接纳，也未能进入《礼记》的学术脉络，似乎也说明孙炎等人确实可能改动了《礼记》原文。参

见吴丽娱:《从王通〈续六经〉到贞观、开元的改撰〈礼记〉———隋唐之际经典意识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2017 年第 3 期; 吴凌

杰:《中古五礼次序的变迁与礼学思想的转型》，《中华文化论坛》2023 年第 1 期。
吴丽娱:《从王通〈续六经〉到贞观、开元的改撰〈礼记〉———隋唐之际经典意识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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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礼”的定义与认识也就有了变化，这也成为中古礼学观念转型的思想背景。
我们此前对沈约《宋书·礼志》编撰思想的探讨，也表明中古时期的学者不再关心“仪注”与“礼

论”、“礼经”与“时文”的区别。思想领域的变动，使得原有“礼”的划分，难以容纳人们的新认识，重

新界定与区分什么是“礼”，便有了强烈的现实需要，五礼制度的诞生就有了“内在诉求”。①

倘若说班固对“礼”定义的失焦，开启了正史“礼”类典志记载的泛化，那么中古时期正史的修撰

者，则沿着班固的道路走得更远。② 在他们看来礼不再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圣人之言”，而仅仅作为

一种知识，可以“时变”与“折衷”; ③“圣人之言”是礼，“朝廷威仪”是礼，对礼的具体争论也属于礼。
人们对礼的崇奉度降低，礼便成为可以改撰的“知识”。而汉唐之际“礼”类典志书写体例的差异，便

是顺着“中古礼学观念转型”这条脉络派生的产物。
最终，在五礼制度的影响下，各朝掀起了修撰礼典的热潮，但正史修撰的体例受到马、班影响较

深，一时难以摆脱汉制。《史记》《汉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呈现出来的局面

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典，以其自身的专门性，对于五礼制度的接纳早于同期正史“礼”类典志。

结 语

“礼”类典志作为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例书写拥有自身的内在理路。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

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而应跳出传统史学史的话语体系，关注每部“礼”类典志的具体生成过

程，将其视为一个前后延续、承继流变的整体，联系时代思想背景，分析它们的独特之处。④

通过对汉唐之际“礼”类典志的梳理，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礼”类典志的体例，从“两分

之法”的“汉制”逐渐走向以“五礼”为架构的“唐法”，这与人们对“礼”的定义与认识密不可分。中

古时期礼学思想观念的转型，使得人们开始打破对古礼的崇拜与恪守，不再认为礼是不可更易的“圣

人之言”，这为后来“礼”类典志体例的调整埋下伏笔。第二，魏晋时期虽然诞生了五礼制度，但正史

“礼”类典志的体例，受马班、汉制的影响较深，尚未被当时“礼”类典志所采纳，而礼典以其自身的专

门性，对五礼制度的吸收要早于同时期的正史“礼”类典志。直至唐初《隋书·礼仪志》才确立五礼

的体例，折射出的是中古时期正史“礼”类典志的修撰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 作者吴凌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 510275)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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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学界对于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较多，但尚未从这个角度切入。参见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
2001 年第 4 期; 汤勤福:《秦晋之间: 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学术月刊》2019 年第 1 期。
荣新江指出:“从魏晋到隋唐，《汉书》确实比《史记》更受读书人的重视，因为《汉书》更符合儒家思想，易于为汉魏两晋南北朝

的学者接受。”参见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对于中古经学与礼制中“折衷”与“改撰”问题的探讨，参见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

想到的》，《文史》2017 年第 4 辑; 吴丽娱: 《〈礼论〉的兴起与经学变异———关于中古前期经学发展的思考》，《文史》2021 年第

1 辑。
游自勇提出:“志书文本是史家将不同性质的史料整合在一起的结果，考察这一具体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由此深

入到对文本背后历史意义的追索，应该成为今后志书研究的核心问题。”参见游自勇:《“弃常为妖”: 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灾异

书写》，《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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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acious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an Inquisitive Mind for Ideas: A Conversation with Jin
Chongji / / Jin Chongji，Jin Zhixia

Jin Chongji，born in Shanghai in 1930，is amo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educated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Jin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arty history and PＲC histor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the 1911 Ｒevolution ( co-authored
with Hu Shengwu)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Turning Year: China’s
1947，Life and Dea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hoice of the Ｒoad，The Decisive Battle: How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Ｒesponded to the Three Great Battles，etc. He is also chief editor of the
biographies of many Party leaders such as Mao Zedong，Zhou Enlai，Liu Shaoqi，Zhu De and Chen Yun.
He has won the China Book Award，the China Publishing Government Award，and the Guo Moruo History
Award for many times.

The 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 /
Chen Hongcha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y，and drama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various fields.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y，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ies declined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ral orders，and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were shaped by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rends of thought，thus evolving into various new formats. At the same time，these works were
constantly colliding and blending with each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collating，editing，and
revising by generation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writing genres of history books，but also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from infancy to maturity. This proces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time and in late generations，
and also uplif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Towards the Five-rites: The Change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Official History“Ｒites”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 / Wu Lingjie

“Ｒites”annals( “Li-Yi-Zh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raditional section of official histories. But it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time. In terms of style，historia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ten
adopted a dual system to record the ritual system. But they adopted a unified system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In terms of content，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Han dynasty，the knowledge and style of stud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which made people change their views on what ritual was at that time. They，
therefore，expanded the section on Li and Yi. They found difficult to continue using the dual system，and
they invented the five rites system. However，due to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
historians did not accept the five rites system in the official hsitory works. Only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Tang dynasty，Wudai shizhi，did the five-rites system become
the mainstream genre for official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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